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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inter- city commuting patterns between Shanghai

and its surrounding cities, explore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Shanghai conurba-

tion region and discusses the corresponding planning strategy for Shanghai Metro-

politan Area. By 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low and out-

flow commuting between Shanghai and other ci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jobs-hous-

ing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Shanghai has spread to surrounding cities. The commut-

ing links between Shanghai and surrounding cities have an obvious bidirectional

characteristic. The high-frequency inter-city functional links have a significant im-

pact on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conurbation region, which is moving toward func-

tional polycentricity.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the planning of the Shanghai Met-

ropolitan Are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ter-city functional links such as in-

ter-city commuting and its impacts on spatial structure. The spatial system support-

ing inter-city functional link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planning contents.

Keywords: mega- city region; spatial structure;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inter-

city functional links;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上海是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与相邻长三角城市已经共

同形成了空间形态上的城市密集地区。《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中将上海周边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城市作为上海同城化都市

圈，积极推动紧密的近沪地区及周边协同形成同城化都市圈格局。在推进长三角深

度融合背景下，规划主管部门也已经开始推进相关都市圈规划编制、政策的制定。

准确认识上海与近沪地区周边城市实际联系状况，是相关政策和规划制定的基础，

是规划实践的现实需求。

21世纪初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城市密集地区的空间形态提出了新的概念。 Scott
提出了城市区域（city region），彼得·霍尔等提出的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mega-
city region）（Scott，2001；霍尔，佩恩，2010）。上海与周边城市组成的城市密集地

区符合“城市区域”概念的描述，全球化城市区域也已经成为规划目标。一般认为

通勤是城市功能的最佳代理（Rain，1999），国际上对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关系通

常使用通勤联系反映的职住空间关系进行界定（Kloosterman，Lambregt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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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从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跨城通

勤联系分析入手，讨论了上海与周边城市

组成的巨型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相应的

上海都市圈规划策略。通过对上海与周边

各个城市流入、流出通勤的特征进行测算

和分析，研究发现上海城市职住空间关系

已经扩散至周边城市，而且上海与周边城

市之间通勤联系呈现明显的双向特征。高

频次的跨城功能联系对城市区域空间结构

有着显著影响，上海与周边城市组成的巨

型城市区域已经出现了功能多中心的趋

势。上海都市圈的规划应关注跨城通勤等

跨城功能联系及其对空间结构的影响，需

要将支持跨城功能联系的空间体系纳入规

划内容。

关键词 巨型城市区域；空间结构；上

海都市圈；跨城功能联系；功能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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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r，2004；Vasanen，2012）。针对城

市密集地区的巨型城市区域，也是采用

跨城市的通勤联系认识城市区域的空间

结构、空间相互作用，由此来定义和认

识城市密集地区的多中心特征 （De
Goei， 等 ， 2010； Limtanakool， 等 ，

2009；王垚，等，2017），已经成为对巨

型城市区域研究的一般途径。

“都市圈”是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实践

中常见的热门用词。在规划实践语境中

的“都市圈”概念基本接近国际学术界

中的“城市区域”概念。虽没有统一的

定义，一般认为都市圈是由一个综合功

能的特大城市、以其扩散辐射功能带动

周边大中小城市共同形成，是具有一体

化特征的城市功能区，都市圈在地域上

小于“城市群”，是“城市群”的核心

（张京祥，等， 2001；袁家冬，等，

2006）。这一概念已经在规划实践中得到

较为广泛的使用。规划实践中各地相继

出台过多个都市圈规划，但在都市圈规

划应关注内容、规划重点仍未形成共识

（崔功豪，2010）。目前对上海与周边城

市组成的巨型城市区域研究已经引起关

注，但还是从传统圈层结构认识上海都

市圈形态与功能，用交通等时范围、企

业总部分支的联系解释上海与近沪地区

周边城市的关系 （张萍，张玉鑫，

2013；陈小鸿，等， 2015；郑德高，

等，2017）。
由于城市化阶段、社会经济背景差

异，能否从通勤联系等功能联系入手研

究上海与周边长三角城市组成的巨型城

市区域空间结构特征，这是值得关注的

议题。本文将通过对长三角城市跨城通

勤联系分析，从城市之间功能联系入手

认识上海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特征，解释

巨型城市区域内发生跨城功能联系对空

间结构的影响，进一步对上海都市圈的

规划内容、规划重点展开讨论。

1 跨城功能联系

随着区域高速交通体系、信息和通

信技术发展，使得原本存在于同一城市

内的居住、工作、游憩等基本活动扩散

到都市圈相邻城市，产生了居住、工

作、游憩等城市基本功能分散在不同城

市之间的模式。其中，通勤反映的“居

住——工作”联系是最为紧密的功能联

系。从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跨城通勤入

手，就能反映出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跨

城功能联系的现状和趋势。通过测算长

三角核心区域 16城市手机用户的职住

地，分离出职住地分别位于上海与周边

城市的用户，从而获取上海与周边城市

的通勤联系①。依据通勤联系特征，进而

从通勤联系的流向、流量，分析上海与

周边城市形成的巨型城市区域的空间结

构特征。

1.1 上海中心城区、上海市域与周边城

市通勤联系

采用两种方式确定上海中心城市。

第一种是以上海中心城区②为中心城市，

分析上海中心城区与外围地域的通勤联

系。第二种以上海市域为中心城市，分

析上海市域与外围地域的通勤联系。以

下将居住地在上海中心城区（或上海市

域）外，工作地在上海中心城区（或上

海市域）内的通勤者称为流入通勤；将

居住地在上海中心城区（或上海市域）

内，工作地在上海中心城区（或上海市

域）外的通勤者称为流出通勤。

以上海市域作为中心城市，手机用

户测算的流入通勤者10 071人；流出通

勤者为 6 956人。以上海市域为中心城

市，流入、流出通勤者之比为1.45。以

a苏州至上海的流入通勤 b 嘉兴至上海的流入通勤

图1 上海与苏州、嘉兴的跨城通勤
Fig.1 Comparison of Suzhou and Jiaxing in terms of Shanghai-bound commuting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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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心城区为中心城市，市域外部的

流入、流出上海中心城区通勤者比例为

3.38。考虑到本研究使用的联通手机用

户在上述16城市总常住居民数占比，推

算流入上海市域通勤者总数约为4—5万
人、上海市域流出通勤者总数约3—3.5
万人。

上海与周边直接相邻的苏州、嘉兴

两个地级市，不仅均存在近邻的跨城通

勤特征，跨城通勤者职住地密集在市域

边界附近，而且苏州市与上海市还存在

明显的“中心至中心”职住空间关系特

征，即存在明显的苏州中心城区至上海

中心城区通勤（图1）。苏州市域至上海

中心城区流入、流出通勤者总数约

1.4—1.7万人。

1.2 上海与周边城市的跨城功能联系

上海与周边城市已经出现紧密的跨

城“居住——工作”功能联系。当最为

紧密“居住——工作”功能联系也开始

扩散到城市之间，其他功能联系也能扩

散到相邻城市之间，由此带来了城市之

间的不同类型跨城功能联系（图2）。这

种同城化现象表现不仅表现为跨城就

业，也还表现为跨城使用多种城市公共

服务等功能联系，高速铁路等区域高速

交通体系推动了都市圈相邻城市之间跨

城功能联系（吴康，等，2013）。
原存在城市内部的“居住——工

作”、“居住——游憩”等功能联系是高

频发生的行为。这种高频的跨城就业、

跨城使用公共服务等功能联系，改变了

城市之间原有的以生产、商务等为主的

联系模式。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出行联

系正处于以生产商务等为主的联系模式

转向以“居住——工作”等跨城功能联

系与生产商务等联系共存的模式。都市

圈的跨城功能联系必然会对其空间结构

产生重要影响，规划需要应对由此带来

的影响。

1.3 上海与周边城市的多中心空间体系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

传统中央商务区（CBD）向郊区、非城

市地区或其他地区分散服务，这通常导

致 新 的 分 中 心 和 所 谓 的 边 缘 城 市

（Anas，等，1998；Garreau，1991）。分

散化导致更多的多中心城市区域。此

外，交通方式提升使得日常生活的出行

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进一步推动了城

市分散化，促使传统核心空间相对去强

化（Brand，2002）。由此大城市与其周

边地区产生了多中心空间结构。国外研

究表明这是由于不同中心之间的协同作

用和城市功能的互补性的潜力，多中心

空间结构比单中心空间结构具有优势

（Meijers，Romein， 2003；Parr， 2004；
Meijers，2007；EMI，2012）。

Champion描述了从单中心模式到多

中心城市区域模式的一些发展路径（图

3），在A模式（离心模式），单中心城市

的功能外溢到边缘，形成多中心模式；

在B模式（组合模式），大城市在周边地

区形成自给自足的中心，与外围中心城

市组合形成多中心模式；在C模式（融

合模式），几个相似尺寸的独立中心融合

在一起形成多中心区域 （Champion，
2001）。

从上海与周边城市的跨城功能联系

来看，B模式与当前的多中心城市模式

的路径类似。上海是长三角对外门户城

市和区域核心城市，市域内郊区新城、

市域外周边城市正形成区域内新中心城

市。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同时出现的流

入、流出跨城通勤，说明了周边城市也

具有吸引就业的能力，具有了多中心空

间体系的特征。

图2 都市圈内部的城市之间不同类型跨城功能联系
Fig.2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city functional links between cities within the conurbation area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 多中心城市区域发展演化的不同路径
Fig.3 Development paths for polycentric city regions

来源：根据Champio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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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所在的巨型城市区域及

其空间结构

从上海及近沪城市之间跨城“居住

——工作”功能联系，可以认识上海所

在巨型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的特征。

2.1 上海所在巨型城市区域的范围

2.1.1 以通勤率计算上海中心城区的职

住空间关系超出了上海市域

通勤率是通用的界定外围城镇与中

心城市职住空间关系的量化指标。使用

通勤率标准，能较好测算出上海中心城

区与市域外部城市之间跨城功能联系紧

密程度。此处使用日本通勤率计算指

标，以 1.5%通勤率划分标准（金本良

嗣，德冈一幸，2002）③。

以上海中心城区为中心城市，以

1.5%通勤率作为上海中心城区紧密通勤

范围的划分值，分别得到流入通勤、流

出通勤的紧密联系范围。其中，上海中

心城区流入通勤紧密范围在西北方向已

经跨越了上海市域的行政边界，包含了

苏州市域内花桥（流入通勤率 1.6%）。

将上述1.5%的流入通勤率、流出通勤率

计算得到两个范围合并，得到了上海中

心城区的紧密通勤联系范围（图4）。该

范围面积为陆域面积3 779km2，西北方

向跨出了上海市域行政区划范围，南

向、西南向、北向均还在上海市域行政

区划范围内。

以通勤率划分，上海中心城区职住

紧密联系范围局部超越了上海市域范

围。这也证明了上海的“居住——工

作”城市基本功能开始扩散到城市之

间。在规划研究对上海城市功能、空间

结构的讨论不能局限在上海市域内，突

破上海市域界限，在上海所在巨型城市

区域范围来认识上海的城市功能布局、

空间结构。

2.1.2 界定上海所在巨型城市区域的范

围

将上海市域作为中心城市，使用通

勤率指标表示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职住

空间关系，以功能联系的紧密程度判断

巨型城市区域的范围。采用同样通勤率

公式，以街道（镇）为空间单元，计算

得出长三角城市与上海市域流入、流出

通勤率。将上述单元中通勤率高值区视

作上海市域的紧密通勤范围。将15个地

级市的各街镇单元的通勤率值进行排

序，流入、流出通勤率的数值分布是典

型的重尾分布 （heavy- tailed distribu⁃
tion）。为此，采用头尾断裂法（head-

tail breaks）划分出高值区范围（Jiang，
2013）。将流入通勤率、流出通勤率两个

高值区合并，得到上海市域的紧密通

勤联系范围（图5）。该范围陆域面积为

8 729km2，西北方向包括了苏州的昆

山、太仓的大部分，吴江区、苏州工业

园区的部分，南向包括了嘉兴的嘉善、

平湖的部分，以及舟山的大小洋山、长

江以北南通的海门和启东部分地域。上

述范围可以视为以“居住——工作”功

能联系紧密联系程度界定的上海巨型城

市区域范围。

2.2 上海所在巨型城市区域不是简单的

圈层结构

简单圈层结构是基于对城市区域形

态的简单度量。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的

跨城功能联系的紧密程度不以空间距离

为依据，也不与交通等时圈一致。跨城

功能联系是形成巨型城市区域空间结构

基础，那么上海所在巨型城市区域就不

是简单的圈层结构。

在以通勤联系划分的上海市域紧密

联系范围内，存在松江、嘉定、金山、

青浦、临港、奉贤南桥、崇明城桥等 7
个上海市域内郊区新城，以及昆山、太

仓、嘉善、花桥、苏州工业园区等5个

图4 上海中心城区紧密通勤范围
Fig.4 Close commuting area of Shanghai central city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5 上海市域的紧密通勤范围
Fig.5 Close commuting area of Shanghai municipal area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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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外城市（城区）。就与中心城区通勤

联系紧密程度，上海市域外的花桥已经

超越了市域内部分郊区新城（表1）。随

着高速交通体系完善，使得上海中心城

区的功能紧密联系范围出现了围绕高

铁、跨省轨道交通系统的带状延伸、甚

至出现离散型飞地形态（图6）。
进一步以交通等时圈进行比较，图

7是上海中心城区边缘出发的交通等时圈

范围，考虑了公路、高铁等多种交通方

式综合。从实际通勤联系得到的上海紧

密通勤联系范围明显小于上海中心城区

的 90min交通等时圈。上海与苏州、嘉

兴两个城市交通联系通道数量类似，

90min等时圈空间范围，在各自市域内

覆盖比例都达到100%，但是实际与上海

中心城区跨城功能联系程度却截然不

同。交通等时圈是一种交通网络的理想

出行范围，不是真实的出行联系范围。

从功能联系角度出发，上海所在巨

型城市区域不是简单的圈层结构，也不

能用简单交通等时圈划分结构。巨型城

市区域内的功能联系紧密程度并不能以

简单圈层结构进行描述。

2.3 上海所在巨型城市区域已经出现了

功能多中心的趋势

城市之间功能联系平衡分配是功能

多中心和功能单中心的差异特征，如果

中心城市、外围城市之间存在的双向通

勤联系，外围城市之间双向通勤联系是

显著的平衡，可认为是功能多中心，而

显著的不平衡则认为是功能上的单中心

（Laan， 1998； Burger， 等 ， 2011）。

Burger等由此总结出4种典型的城市区域

空间结构模式（图8），其中的内外交互

多中心 （polycentric exchange） 模式就

是从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同时存在相互

双向通勤的模式（Burger，等，2011）。

上海市域、上海中心城区的跨城职

住空间联系均出现了明显的双向通勤特

征。上海能吸引来自市域外周边城市的

就业通勤。市域外周边城市也能提供较

好的就业机会，也能吸引来自上海的就

业通勤者。

上海中心城区与 7个上海市域内的

新城、5个市域外的城市均存在明显双向

的通勤，流入、流出通勤量之比为

2.04。总体来看，上海中心城区与外围

城市之间的双向通勤相对接近，流入通

勤大于流出通勤，但差距并不悬殊。这

表1 上海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市之间流入、流出通勤量
Tab.1 Inflow and outflow commuting between Shanghai central city and peripheral towns

外围城市

嘉定

松江

青浦

临港

奉贤南桥

花桥

金山

昆山

苏州工业园区

太仓

嘉善

崇明城桥

总计

流入上海中心城区

21 468
10 760
1 284
1 468
1 062
1 502
631
421
216
85
17
7

38 921

流出上海中心城区

10 561
4 051
1 447
1 245
1 045
206
222
82
74
95
16
14

19 058

通勤联系总量

32 029
14 811
2 731
2 713
2 107
1 708
853
503
290
180
33
21

57 979

流入/流出比

2.03
2.66
0.89
1.18
1.02
7.29
2.84
5.13
2.92
0.89
1.06
0.50
2.04

注：表中流入、流出量是测算得到手机用户，仅具有各城市相对比较意义.

图6 上海所在巨型城市区域不是简单的圈层结构
Fig.6 The Shanghai mega city area is not a simple circle structure.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7 上海中心城区的交通等时圈
Fig.7 Isochrone map of Shanghai central city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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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外围城市不仅承接了上海中心城

区的居住功能，外围城市自身也具备产

业功能，也可以为上海中心城区提供就

业机会。这里面花桥、昆山比较特殊，

两者达到了 7.29、5.13，是最为悬殊的

比例。说明这两个外围城市对于上海中

心城区来说，更多地承担了比较单一的

居住功能。

总体上，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存在

较为显著的双向通勤联系特征，属于内

外交互多中心模式。这说明上海所在巨

型城市区域已经出现了功能多中心趋势。

2.4 近沪地区发展的差异影响了城市区

域的空间结构

跨城功能联系会对城市区域空间结

构产生重要影响。在巨型城市区域内城

市“居住——工作”等基本功能之间带

来的流动超过了传统的城际商务、生产

联系带来的流动。

使用手机信令测算上海与周边城市

全模式城际出行联系，将其与通勤联系

进行比较。上海中心城区与苏州的通勤

联系紧密，通勤者数量3 231人，上海中

心城区与苏州之间总体出行联系也非常

紧密，日均出行58 922人次（图9）。上

海与杭州、上海与嘉兴之间的总体出行

联系也非常紧密，日均出行分别为

27 194人次、13 951人次，但是通勤联

系相对较少。上海与杭州、嘉兴通勤者

数量分别为2人、148人。以上均为手机

信令测算的手机用户数。这表明上海与

苏州之间城际出行联系中，跨城功能联

系已经非常显著，相比之下，上海与杭

州、嘉兴的关系尚处于以商务、生产联

系为主的模式之中。

通过对近沪苏州、杭州、嘉兴的比

较，可以发现区域交通体系并不是发生

跨城功能联系充分条件，是地区发展特

征差异造成了上海与各个近沪城市跨城

功能联系的差异。这也影响到了上海巨

型城市区域空间结构。

3 上海都市圈规划内容和规划

策略的讨论

当前各地编制的都市圈规划，其工

作重点一般在中心城市与周边的经济联

系，规划内容侧重金融、贸易、航运等

生产要素的流动、基础设施的共享。从

上海与周边近沪城市的跨城功能联系分

析了巨型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的基础上，

对上海都市圈规划提出以下建议。

3.1 上海都市圈规划必须以支持功能联

系的空间体系为主导

在长三角城市深度融合的趋势下，

以跨城通勤为代表的上海与周边城市跨

城功能联系会越来越紧密。由此带来了

上海都市圈高频跨城功能联系为主体的

城际交流空间。为此，在规划内容上，

不应简单停留在形态上的“点——轴”、

“中心——边缘”上，也不能以简单的圈

层划分上海都市圈的功能。都市圈的规

划重点不仅是在形态上，而更应该是在

城际流动空间体系上。上海都市圈规划

不仅要关注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应该关

注跨城功能联系以及相应城市之间交流

的空间体系。都市圈规划内容应侧重支

持城市之间功能联系交流空间、以及支

撑这种交流空间的城际交通体系。

3.2 将企业总部分支联系方法用于上海

都市圈规划分析是片面的

在规划方法上，用企业总部分支联

系研究城市之间企业关联网络、表征功

能流动，发源于全球城市网络的研究，

也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群研究的主流方法

（唐子来，赵渺希，2010；朱查松，等，

2014；程遥，等，2016）。在规划实践和

规划研究中，也出现了以企业总部分支

联系分析上海都市圈企业功能联系网

络，以此做都市圈规划依据。当前以跨

城通勤为代表的跨城功能联系已经直接

影响了上海巨型城市区域空间结构，那

么人流出行表示的城市居住、就业、游

憩的基本功能联系会逐步成为都市圈内

主导功能联系之一。都市圈内部高频的

跨城功能联系无法用企业关联进行测

算。对上海都市圈内部功能网络分析要

采用多种方法。由于城市内部功能联系

扩散到了相邻城市之间，用于城市内部

空间结构结构分析方法也能够用于上海

都市圈规划分析。在上海都市圈规划中

仅使用企业总部分支联系方法的研究方

法分析功能联系网络是片面的。

3.3 从城市走向城市区域，构造功能多

中心都市圈

虽然从空间形态上，上海中心城区

在都市圈中处于一极独大的地位，但是

通勤表征的功能联系上，上海都市圈已

图8 四种典型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模式示意
Fig.8 Four functional typology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city regions
资料来源：根据Burger等（2011）.

图9 上海中心城区与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16市之间的总体出行联系（左）和通勤联系（右）
Fig.9 All travel links (left) and commute links (right) between Shanghai central city and 16 cities in core area

of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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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出现了功能多中心的趋势。目前在紧

密通勤范围界定的巨型城市区域内出现

了接近内外交互多中心的特征。从更大

范围来看，上海周边存在苏州市区这样

的特大城市，本身就是周边地区的就业

中心。因此，上海都市圈具备了构建完

全多中心的基础条件。在上海与周边近

沪城市都进入了存量规划时代，土地使

用表征的空间形态可能不再会有明显变

化，但是仍可以通过组织都市圈内各个

城市产业、城市功能等配置，推动中心

城市与周边外围城市之间的功能联系。

构建功能多中心应成为上海都市圈规划

目标。

3.4 重视支持跨城功能联系的城际快速

交通体系

在交通支撑体系上，高铁明显改变

了上海与周边城市的功能联系。上海及

周边近沪城市也在探讨延伸各自城市轨

道交通线路，建立更多的跨城地铁线

路。我国现有高速铁路系统是用于中长

距离客运的干线铁路，不是为了通勤等

城际高频出行而设计的。另一方面，城

市地铁的运行速度、站距等设置也难以

适应城际长距离客运。要支撑都市圈内

高频跨城功能联系，不能完全依靠当前

高速铁路系统，也不能简单地依靠延

长、衔接各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线路实

现。在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线路之外，

上海都市圈规划要考虑高速城际铁路系

统，综合形成支持跨城功能联系的城际

快速交通体系。

4 结语

本文以上海与周边城市跨城通勤分

析为基础数据，讨论了跨城功能联系对

上海都市圈空间结构影响。本文研究表

明上海的“居住——工作”城市基本功

能开始扩散到城市之间，上海与周边近

沪城市已经形成了功能联系紧密的巨型

城市区域。对上海城市功能、空间结构

的讨论不能局限在上海市域内，需要突

破上海市域界限，在巨型城市区域范围

内认识上海的城市功能布局、空间结

构。在跨城功能联系视角下，上海巨型

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已经具有了功能多

中心的趋势，不能用简单的圈层结构进

行度量。

上海都市圈规划要重视城市基本功

能跨城流动的带来的流动空间体系。上

海都市圈规划不仅应关注经济联系、基

础设施共享等传统议题上，更应关注跨

城功能联系及其对空间结构的影响，以

构建功能多中心都市圈为规划目标。上

海都市圈规划在规划内容上要纳入跨城

功能联系“流动空间体系”；在规划方法

要使用适于跨城功能联系分析的方法；

在交通支撑体系上重视支持跨城功能联

系的综合快速交通体系。

注释

① 本研究地域范围是上海与周边长三角城
市，包括江苏省南京、苏州、无锡、常
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 8个地级
市，浙江省杭州、宁波、湖州、嘉兴、
绍兴、舟山、台州7个地级市。基础数据
采用上述16个城市范围内中国联通匿名
手机信令数据，包括了 4G、3G、2G用
户。数据时间为2017年11月整月，共连
续22个工作日和8个休息日。以一个月
内以夜间驻留时间最长且驻留天数不低
于16天的位置作为该用户的居住地。以
日间驻留时间最长且停留天数不低于11
天的空间位置作为该用户的工作地。由
上述规则识别出居住地、工作地的用
户，还需要满足工作日内每日均往返居
住地、工作地之间通勤。在16城市范围
内计算得到了24 697 466常住手机用户，
与常住人口比值约为23%。其中识别出
5 688 488个中长距离通勤者的居住地和
工作地。

② 此处将上海外环线以内的街道（镇）以
及主体部分在外环线以内的街道 （镇）
的行政范围作为上海中心城区。

③ 日本通勤率的计算方法是以从某外围城
镇到中心城市的流入通勤人数与该外围
城镇的常住人口数量的比值。

将通勤率定义为： ICR = IP
MP

OCR = OP
MP

其中，ICR为流入通勤率，IP为从某外围
城镇到中心城市的流入通勤人数，MP为
该外围城镇的常住人口数量；OCR为流
出通勤率，OP为从中心城市到该外围城
镇的流出通勤人口数，以1.5%通勤率划
分标准（金本良嗣，德冈一幸，2002）。
本研究考虑流入通勤率和流出通勤率两
个方面。流入通勤人数、流出通勤人数
均使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得到的通勤者
数量。MP也是用从同一批手机信令数据
识别出居住地在该城镇的手机用户数量
代替。由于两者都是从同一批手机信令

数据中推算的常住用户、通勤用户，两
者比值与日本通勤率计算指标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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